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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
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冉希美,王定祥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扩大内需、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亟需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普惠金融数字化是否有效释放

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 消费环境优化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文章在系统梳理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

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关系原理基础上,利用我国 2011—2021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消

费环境优化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传导机制以及门

槛效应。 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意味着普惠金融数字化促进

了农村居民消费,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普惠金融数字化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环境优化进而释放

农村居民消费动力,即消费环境优化是普惠金融数字化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传导机制;普惠金融数

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存在基于消费环境的门槛效应,即在消费环境的不同门槛区间范

围,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差异较为明显,随着消费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普惠

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也会不断增强;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

与发展享受型消费均产生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全面释放,但相对于生存型消费,普
惠金融数字化更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动力,从而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文章研

究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包括:深耕普惠金融数字化,促进其与农村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加强网络消

费贷款与互联网金融等数字化金融产品创新,统筹区域间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协调发展,助力农村居民消

费动力释放;全力推进消费环境优化,将消费环境治理聚焦于农村流通领域,构建通畅高效的农村流通

设施体系,建设系统的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营造安全良好的农村消费环境,充分激发农村居民消

费潜能;制定差异化的居民收入提升策略,科学规划小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统筹解决“一老一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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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问题,系统发挥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化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居民消费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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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消费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十三五”以来年

均保持在 60%以上①。 农村地区拥有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积极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对于稳增

长、扩内需十分重要。 然而,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利影响,农村居民普遍存在消费

支出水平较低、消费意愿不强以及消费结构不尽合理等突出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 年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有 16
 

632 元,相比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30
 

391 元)明显偏低②。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趋势日益

加快。 普惠金融数字化有助于缓解农村居民的流动性约束,满足农村居民的多元化金融产品需求,
增强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满意度,进而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并释放其消费动力。 与此同时,农村

居民消费动力释放与消费环境状况密切相关,而普惠金融数字化一方面有助于优化消费环境,另一

方面也会受到消费环境的制约。 那么,普惠金融数字化能否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普惠金

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厘清上述问题对于深

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涉及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

两个领域:一是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 在微观层面,王小华等[1] 、许兰壮

等[2]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其影响机

制包括缓解传统信贷约束和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 在宏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

村居民消费[3] ,相对于生存型消费,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促进发展享受型消费[4] ,从而推动农村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5-6] ;相对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

费[7-8] 。 此外,黎翠梅和周莹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有
利于带动周边邻近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9] 。 二是考察消费环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 在

消费经济环境层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10-12] 。
在消费政策环境层面,农村社会保障、税收政策优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及其消费结构升

级[13-15] 。 在消费设施环境层面,冯晓燕和刘兆征[16] 、吴学品[17] 、聂昌腾[18] 分别研究指出,流通设施

环境、网络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在消费文化环境层面,文化水平对农村居民消

费水平的提高有显著作用[19] 。
以上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逻辑起点,但其也存在明显的研究空白,即目前尚

未有研究从消费环境优化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效

应。 理论上,普惠金融数字化有助于优化消费环境,消费环境优化反过来也可以为普惠金融数字化提

供基本保障。 因此,将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统一纳入研究框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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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实必要性。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研究主要的贡献包括:首先,从消费环境优化的视角系统阐述了普

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传导机制与门槛效应,有助于丰富和拓展普惠金融的消费效

应领域的研究文献;其次,借助我国 2011—2021 年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

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效应,并揭示了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存在基于消

费环境的传导机制与门槛效应,有助于明晰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之间的关系原理;最后,本文依据消费层次的不同,进一步考察了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的异质性影响效应,持续拓展了有关普惠金融数字化的消费效应讨论。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普惠金融数字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普惠金融的核心目标在于全方位、有效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然而,传统普

惠金融尚存在服务门槛高、资金来源单一以及运营成本高昂等弊端,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

放。 在金融科技大力发展的背景下,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使得其相比传统普惠金融具有渗透性

强、获取成本低以及便利度高等优势,可以有效降低农村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满足农村居民的

多元化金融需求,增强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满意度,进而充分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提升农村居

民消费水平。
首先,普惠金融数字化能拓宽金融服务覆盖广度,有利于缓解农村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提

高农村居民消费能力。 根据流动性约束理论,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

响[20-21] 。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和没有较为稳定的收入作为保障,其难以从传统

金融机构获得充足的信贷资金来增加消费,因而迫不得已抑制自身的消费意愿。 普惠金融数字化

是普惠金融的延伸发展,通过将普惠性作为核心原则,以数字化作为技术支撑,跨时空地服务农村

地区的居民群体,有效拓宽了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克服了传统普惠金融对物理网点的依赖,使更

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金融可得性,缓解农村居民在消费活动中面临的流

动性约束,充分释放农村居民被压抑的消费需求,进而提高其消费活力和消费水平。
其次,普惠金融数字化能提升金融服务使用深度,有利于满足农村居民多元化、差异化的金融

诉求,进而挖掘其消费潜力。 从以往普惠金融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种类来看,仍然是以信贷业务和保

险业务为主,无法适应农村居民消费活动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农村居民

预期在全生命周期中发生大额支出,将导致其缩减当前消费预算[22-23] ,从而形成预算约束,并对当

期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有助于推动理财、保险等业务向农村地区延伸,农村

居民除了传统存款业务外,还可以利用数字化平台投资理财以获取较高的收益,增加自身收入水

平。 在收入水平显著提升的情形下,农村居民显然会增加其消费预算[24] ;农村居民通过数字化平台

购买商业保险,可以有效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和生活稳定性,减少对未来悲观的消费预期和预防性储

蓄行为,进而有利于挖掘自身消费潜力。
最后,普惠金融数字化能增加金融服务便利程度,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满意度,进

而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倾向。 长期以来,传统普惠金融在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存在的成本高、效率

低、服务不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问题备受诟病[25] 。 伴随数字技术在农村的逐步普及,普惠金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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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发展催生了新型的支付方式(如微信、支付宝等),支付的移动化和信用化突破了消费活动的

时空制约,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选择越发多样化、消费方式越发便捷化,并为其节省了大量时间与

精力,从而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动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 与此同时,相较于传统的

现金支付,支付的移动化和信用化显著降低了消费者对交易金额的敏感性,能够减少农村居民消费

实际现金支付所造成的“心理损失”,起到“平滑消费”的效果,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与消费

水平。
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普惠金融数字化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
(二)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除了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直接影响外,普惠金融数字化还有助于优化消费环境,进而为农村居

民消费动力释放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一方面,普惠金融数字化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以显著

扩大农村发展的要素供给,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经济增长,改善消费设施环境和经济环

境;另一方面,普惠金融数字化通过移动支付端、网络平台普及金融知识技能和宣传金融惠民政策,
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意识,改善消费文化环境和政策环境。 而一个

地区的消费环境是否优良关系到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必然会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

放产生直接影响。 发达的设施环境通过提高消费品流通时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优良的经济环境

通过收入效应与财富效应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完善的政策环境是农村居民愿意消费的重要前提,健
康的文化环境则可以通过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进而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存在基于消费环

境的传导机制。
普惠金融数字化有助于优化消费环境,消费环境优化反过来可以为普惠金融数字化提供基本

保障。 一个地区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会明显受到当地消费环境的影响,因而消费环境对普惠金融

数字化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消费环境越优良的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能够为普惠金融数字化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设施基础,从而带

动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功能作用发挥,进一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与此相反,在消费环境较

差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也较低,会极大地抑制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功能发挥,进而导致农村居

民消费面临金融排斥、信贷约束和流动性约束的窘境。 由此可见,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

动力的释放作用会受到消费环境的制约。 换句话讲,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

作用会因消费环境水平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

可能存在基于消费环境的门槛效应。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3: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存在基于消费环

境的门槛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构建

1. 基准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普惠金融数字化是否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即验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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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1,本文借鉴黄容和毛中根[26] 、姚星等[27]的实证思路,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如下:
CSUit = α0 + α1IFDit + λCTRit + εit (1)
上式中:i 为地区,t 为年份;CSU 为农村居民消费; α0 表示常数项;IFD 为普惠金融数字化;CTR

为控制变量; 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若系数 α1 显著为正,表明普惠金融数字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

消费,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
2. 基于消费环境传导机制的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研究假说 2,本文依据江艇[28]提出的有关机制变量的识别建议,在机制检验中仅考察

普惠金融数字化对机制变量的直接影响,而机制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采用已有文献进行验

证,从而增强模型识别的可信度。 具体地,本文中构建如下面板计量模型:
CERit = β0 + β1IFDit + λCTRit + εit (2)
上式中,CER 表示消费环境。 若系数 β1 显著为正,表明普惠金融数字化有助于优化消费环境。

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一致。
3. 基于消费环境门槛效应的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研究假说 3,本文中将消费环境作为门槛变量,普惠金融数字化作为门槛依赖变量,在
计量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面板门槛效应模型:

CSUit = δ0 + δ1IFDitI CERit ≤ γ1( ) + δ2IFDitI γ1 < CERit ≤ γ2( ) + … +
δnIFDitI γn-1 < CERit ≤ γn( ) + δn+1IFDitI γn < CERit( ) + λCONit + εit

   (3)
其中: γ 表示门槛变量(消费环境)的具体值; δ1、 δ2、…、 δn 与 δn+1 表示在消费环境水平的不同

区间,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回归系数; I(·) 表示指示函数。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消费,借鉴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29-30] ,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

衡量。 在选取该变量的过程中,首先,使用 CPI 指数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折算成以 2011 年不变

价的数值;其次,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异方差,增强回归参数的经济学意义,以及消除单位不同对参数

估计的巨大影响,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了对数处理。
2.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普惠金融数字化,参考现有文献的惯常思路[31-32] ,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

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 该指数在计算过程中同时考虑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广

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并且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均具有可比性,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普惠

金融的数字化状况。 为了平衡指数量纲差异,便于估计结果汇报,本文中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除以

100 进行了缩小处理。
3. 机制变量与门槛变量

本文机制变量与门槛变量为消费环境,借鉴毛中根和孙豪[33] 、杨荷[34] 、龙少波等[35] 的研究思

路,同时基于消费环境的内涵与特征,从消费经济环境、政策环境、设施环境、供给环境以及文化环

境五个维度着手,系统构建消费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 1),并利用熵值法计算获得消费环境综

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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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消费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类型

消费环境

消费经济环境

消费政策环境

消费设施环境

消费供给环境

消费文化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结构

收入分配差距

税收负担

社会保障

消费者权益保护

交通设施

网络设施

服务设施

科技发展情况

企业创新能力

市场化程度

国外消费文化辐射

居民受教育程度

网络媒体发展情况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正向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正向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负向

个人所得税占 GDP 比重 负向

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 正向

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 正向

铁路营业里程与陆地面积之比 正向

公路营业里程与陆地面积之比 正向

互联网普及率 正向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正向

快递业务量与年末总人口之比 正向

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正向

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专利申请数 正向

市场化指数 正向

进口总额与 GDP 之比 正向

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 正向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增长率 正向

　 　 4. 控制变量

(1)收入水平(INC)。 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基本前提,本文中以扣除价格因素之后的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衡量收入水平。 (2)城镇化水平(URB)。 城镇化可以通过改善消费习惯、提升消费能

力以及增加外部成本等方式影响居民消费[7] ,本文中以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表征城镇化

水平。 (3)政府行为(GOV)。 财政支出以税收为基础,财政支出增加会对居民消费能力产生负面影

响[36] ,本文中以财政支出与 GDP 之比来反映政府行为。 (4)人口年龄结构(DR)。 人口年龄结构会

对总储蓄与总消费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的少年抚养比(JDR)以 0~ 14 岁人口数与 15~ 64 岁人口数之

比衡量,老年抚养比(ODR)以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与 15~ 64 岁人口数之比衡量。 (5)人口性别结构

(PSS)。 性别不同的消费群体在消费的品味、习惯以及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中以男性人口数

与女性人口数的比值表征人口性别结构。

(三)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涉及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③2011 年至 2021 年的观测数据。 所有观测数据均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EPS 数据平台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并经笔者

相关整理计算得出。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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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村居民消费 CSU 341 9. 175
 

1 0. 423
 

1 7. 916
 

3 10. 211
 

1

普惠金融数字化 IFD 341 2. 304
 

6 1. 033
 

6 0. 162
 

2 4. 589
 

7

消费环境 CER 341 3. 252
 

6 0. 774
 

2 1. 973
 

0 6. 547
 

4

收入水平 INC 341 9. 393
 

7 0. 428
 

4 8. 271
 

1 10. 559
 

0

城镇化水平 URB 341 0. 586
 

4 0. 130
 

7 0. 228
 

1 0. 896
 

0

政府行为 GOV 341 0. 281
 

3 0. 206
 

0 0. 106
 

6 1. 379
 

2

少年抚养比 JDR 341 0. 232
 

5 0. 064
 

4 0. 098
 

8 0. 383
 

8

老年抚养比 ODR 341 0. 148
 

0 0. 041
 

5 0. 067
 

1 0. 267
 

0

男女性别比 PSS 341 1. 049
 

2 0. 040
 

1 0. 957
 

7 1. 231
 

7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检验

本文中采用计量模型(1)进行基准检验,结果详见表 3。 表中的 R2 和 F 统计值表明,本文构建

的面板计量模型拟合程度较好,模型回归结果可信度较高。 其中,第(1)列是不纳入控制变量的回

归结果,普惠金融数字化(IFD)的回归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

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第(2)列—第(7)列是逐步纳入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普惠金融数字化(IFD)的回归系数尽管有所缩小,但依旧显著为正,并且至少

通过了 10%的统计水平检验,充分表明普惠金融数字化的确有效释放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从而验

证了本文研究假说 1 是成立的。 这也与已有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消费的文献结论保持一致[1-2] ,
说明相比于传统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具备了渗透性强、获取成本低以及便利度高等优

势,是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利器。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收入水平(INC)的回归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是扩大其消费支出的重要前提;城镇化水平(URB)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镇

化可以通过改善农村居民消费习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进而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

放;少年抚养比(JDR)和老年抚养比(ODR)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

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这印证了生命周期理论

的基本观点;政府行为(GOV)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的原因是,与西方

国家的农业工人不同,政府支出所带来的反周期性工资溢价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并无显著影响。
此外,人口性别结构(PSS)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男女性别结构可能不

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主要因素。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基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中采取以下四种方式重新进行估计:第一,内生性问题

处理。 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 Bartik[37] 的研究思路,在构造合适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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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变量基础上④,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 第(1)列。 第二,外生冲击检验。 本

文借鉴林春等[38]的做法,将《 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2016 年)的出台视为一项外生政策冲

击,以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普惠金融数字化的

政策效应,结果见表 4 第(2)列。 第三,改变估计方法。 考虑到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自相关问题,采
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 第(3)列所示。 第四,变量缩尾处理。 本文中对所

有变量做了 1%和 99%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以尽可能消除离群值的不利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4 第(4)
列。 根据上述四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始终显著,
从而表明前文基准检验结论稳健性较好。

表 3　 基准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IFD 0. 329
 

0∗∗∗

(0. 010
 

0)
0. 067

 

2∗

(0. 037
 

3)
0. 084

 

5∗∗

(0. 030
 

8)
0. 088

 

2∗∗

(0. 034
 

5)
0. 099

 

8∗∗∗

(0. 033
 

5)
0. 112

 

9∗∗∗

(0. 032
 

7)
0. 114

 

4∗∗∗

(0. 032
 

4)

INC 0. 871
 

4∗∗∗

(0. 117
 

0)
0. 746

 

7∗∗∗

(0. 107
 

3)
0. 733

 

4∗∗∗

(0. 118
 

3)
0. 709

 

3∗∗∗

(0. 116
 

8)
0. 701

 

5∗∗∗

(0. 111
 

8)
0. 702

 

5∗∗∗

(0. 110
 

5)

URB 0. 507
 

4
(0. 387

 

0)
0. 521

 

9
(0. 387

 

6)
0. 623

 

5∗

(0. 348
 

1)
0. 618

 

9∗

(0. 320
 

0)
0. 588

 

3∗

(0. 347
 

2)

GOV -0. 055
 

9
(0. 127

 

7)
-0. 101

 

0
(0. 126

 

8)
-0. 067

 

2
(0. 137

 

8)
-0. 076

 

7
(0. 140

 

2)

JDR -1. 002
 

7∗∗∗

(0. 325
 

0)
-0. 779

 

5∗

(0. 407
 

5)
-0. 789

 

1∗

(0. 413
 

2)

ODR -0. 521
 

0∗

(0. 300
 

0)
-0. 542

 

1∗

(0. 300
 

1)

PSS -0. 081
 

7
(0. 143

 

2)

常数项 8. 416
 

9∗∗∗

(0. 023
 

0)
0. 834

 

2
(1. 014

 

8)
1. 668

 

2∗

(0. 865
 

0)
1. 792

 

2∗

(0. 982
 

5)
2. 177

 

7∗∗

(0. 992
 

0)
2. 239

 

1∗∗

(0. 951
 

0)
2. 338

 

7∗∗

(0. 925
 

3)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拟合优度 R2 0. 958
 

4 0. 973
 

2 0. 973
 

5 0. 973
 

6 0. 974
 

8 0. 975
 

2 0. 975
 

3

F 统计值 1
 

083. 920
 

7 1
 

394. 510
 

3 967. 638
 

0 756. 170
 

4 623. 710
 

8 521. 097
 

5 458. 031
 

7

观测值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注:1. ∗∗∗、∗∗和∗分别表示 P 值小于 0. 01、0. 05 和 0. 1;2. 小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下同。

(三)基于消费环境的传导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假说 2,本文中以消费环境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普惠金融数字化作为解释变量,采
用前文计量模型(2)进行回归。 表 5 列示了消费环境的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从结果来看,在未纳入

控制变量和纳入控制变量两种情形下,核心解释变量普惠金融数字化(IFD)对消费环境的影响系数

均显著为正,并且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普惠金融数字化显著优化了消费环境。 此

外,已有文献基本证实了消费环境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6,19] 。 因此,消费环境

优化是普惠金融数字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重要传导机制,研究假说 2 得到验证。 如前

文理论分析所述,普惠金融数字化可以改善消费设施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政策环境,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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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本文中构造的工具变量等于普惠金融数字化滞后一阶与普惠金融数字化一阶差分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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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消费环境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充分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内生性问题处理 外生冲击检验 改变估计方法 变量缩尾处理

(1) (2) (3) (4)

IFD 0. 154
 

0∗∗∗

(0. 016
 

4)
0. 094

 

8∗∗∗

(0. 031
 

2)
0. 134

 

8∗∗∗

(0. 012
 

1)
0. 129

 

1∗∗∗

(0. 032
 

0)

常数项 4. 344
 

6∗∗∗

(0. 363
 

4)
1. 425

 

7∗∗

(0. 745
 

1)
2. 866

 

4∗∗∗

(0. 353
 

4)
3. 110

 

3∗∗∗

(0. 908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LM 检验 110. 759
 

0
[0. 000

 

0]

Wald
 

F 检验 1
 

134. 966
 

0
{19. 93}

Sargan 检验 P 值 0. 991
 

6

拟合优度 R2 0. 935
 

9 0. 973
 

2 0. 974
 

4

F 统计值 648. 162
 

7 420. 125
 

3 400. 057
 

4

观测值 341 341 341 341

　 　 注:1. 方括号内为 P 值;2. 大括号内为 Stock-Yogo 检验在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表 5　 消费环境的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消费环境

(1) (2)

IFD 0. 329
 

4∗∗∗

(0. 022
 

5)
0. 427

 

5∗∗∗

(0. 099
 

2)

常数项 2. 493
 

5∗∗∗

(0. 051
 

9)
6. 883

 

0∗

(3. 477
 

8)

控制变量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拟合优度 R2 0. 811
 

0 0. 835
 

4

F 统计值 214. 303
 

3 66. 746
 

3

观测值 341 341

　 　 (四)基于消费环境的门槛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促进作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消费环境的影响,即存在基于消费环境的门槛效应。 为此,本文中以消费环境作为门槛变量,
利用前文计量模型(3)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使用 Bootstrap 方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以确定面板门

槛模型的具体形式(单门槛、双门槛和三门槛)。 表 6 列示了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
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消费环境作为门槛变量均通过了单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应该选择面板单门槛

效应模型。 其次,本文中借助最小残差平方和方法估计门槛值。 从门槛值估计结果来看,在未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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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纳入控制变量时,消费环境(CER)的门槛值分别为 4. 121
 

0 和 4. 038
 

0。 在确定面板门槛模型形

式和估计获得门槛值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进一步对面板单门槛模型进行回归。
表 6　 消费环境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是否纳入

控制变量
模型 F 统计值 P 值 Bootstrap

次数

临界值

10% 5% 1%

否

单一门槛 83. 82∗∗∗ 0. 000
 

0 300 20. 958
 

9 27. 526
 

2 36. 893
 

4

双重门槛 18. 85 0. 130
 

0 300 20. 943
 

1 30. 804
 

6 50. 705
 

4

三重门槛 4. 74 0. 746
 

7 300 14. 583
 

0 17. 343
 

9 25. 828
 

6

是

单一门槛 23. 26∗ 0. 086
 

7 300 22. 618
 

6 26. 090
 

1 31. 491
 

0

双重门槛 14. 08 0. 226
 

7 300 20. 770
 

4 27. 036
 

0 45. 713
 

5

三重门槛 8. 60 0. 593
 

3 300 24. 715
 

4 28. 381
 

6 41. 692
 

9

　 　 表 7 列示了基于消费环境的面板单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第(2)列纳入控制变量的结果来

看,当消费环境变量低于门槛值(4. 038
 

0)时,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回归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正(0. 115
 

1);当消费环境变量跨越门槛值之后,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回归系数增大到 0. 138
 

6,并且

依旧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存在基于

消费环境的门槛效应。 在消费环境的不同门槛范围,普惠金融数字化的释放作用差异较为明显。
随着消费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也会不断增强。 未

纳入控制变量的第(1)列结果分析逻辑与此类似,同样证实了上述结论。 综上,面板门槛模型回归

结果充分说明,在消费环境越优化的地区,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越强,
从而证实了前文的研究假说 3。

表 7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变量 (2)

IFD(CER≤4. 121
 

0) 0. 296
 

1∗∗∗

(0. 012
 

4) IFD(CER≤4. 038
 

0) 0. 115
 

1∗∗∗

(0. 033
 

8)

IFD(CER>4. 121
 

0) 0. 342
 

1∗∗∗

(0. 008
 

1) IFD(CER>4. 038
 

0) 0. 138
 

6∗∗∗

(0. 034
 

1)

常数项 8. 402
 

7∗∗∗

(0. 017
 

9) 常数项 2. 660
 

0∗∗∗

(0. 932
 

1)

门槛值 4. 121
 

0 门槛值 4. 038
 

0

控制变量 否 控制变量 是

固定效应 是 固定效应 是

拟合优度 R2 0. 966
 

8 拟合优度 R2 0. 976
 

9

F 统计值 934. 395
 

8 F 统计值 421. 718
 

0

观测值 341 观测值 341

　 　 (五)进一步讨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分析

普惠金融数字化的消费动力释放效应是否存在消费结构异质性,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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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 为此,本文中将农村居民消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两类⑤,并分别作为被

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 由表 8 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可知,普惠金融数字化(IFD)对两

类消费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普惠金融数字化有利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全面释放。 但相

对于生存型消费,普惠金融数字化更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收

入水平不断攀升和物质生活逐步丰富,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其在发展享受

方面的消费需求快速提升,因此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

于生存型消费。 此外,普惠金融数字化与电子商务的有机结合激发了农村居民的新型消费需求,极
大地释放了原本被压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 综上,普惠金融数字化有利于推动农村居民消费

结构升级,即实现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到以发展享受型消费为主的转变。
表 8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生存型消费 发展享受型消费

(1) (2)

IFD 0. 072
 

5∗∗

(0. 029
 

6)
0. 104

 

6∗

(0. 053
 

1)

常数项 1. 865
 

8∗

(1. 059
 

2)
-1. 143

 

8
(1. 578

 

2)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拟合优度 R2 0. 958
 

8 0. 955
 

4

F 统计值 344. 287
 

2 441. 259
 

4

观测值 341 341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加快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乡村振兴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优化消费环境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至关重要。 本文在理论分析普惠金

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三者关系原理的基础上,利用我国 2011—2021 年

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并从消费环境优化

的视角讨论了该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门槛效应。 研究发现:(1)普惠金融数字化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

消费,有助于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2)消费环境优化是普惠金融数字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动力

释放的传导机制,即普惠金融数字化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环境优化进而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3)
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存在基于消费环境优化的门槛效应,在消费环境

越好的地区,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越强;(4)相比于生存型消费,普惠金

融数字化更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有利于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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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前者包含人均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等消费支出,后者包含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

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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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首先,深耕普惠金融数字化,助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完善数字金融的中长期信贷规划与

金融科技应用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促进普惠金融数字化与农村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不断扩容

升级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与购买能力;深化网络消费贷款与互联网金融等数字化金融产品创新,综
合考虑普惠金融产品的流动、风险与收益等异质性因素,满足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统筹

区域间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协调发展,依据消费类型与地区分布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普惠金融数字化

发展策略,有效缩小农村居民间的消费差距。
其次,全力推进消费环境优化,充分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能。 将消费环境治理聚焦于农村服务

流通领域,构建通畅高效的农村流通设施体系,弥补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短板,提高农村居民消

费便捷度;加强农村市场监督管理,营造安全良好的农村消费环境,逐步升级居民消费品质,有效释

放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激发农民消费意愿;建设系统的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强化城乡间的执

法联动,从源头治理以保障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优化农村商业资源配置,均衡布局农村商业网

点,提升农村医疗、养老及旅游等服务消费供给水平。
最后,系统发挥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化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居民消费协同效应。 针对

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兼顾居民的当前收入水平与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发挥数字

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融资约束的功能[39] ,促进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和创业,制定差异化的居民收

入提升策略,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拉动消费需求上升;科学规划小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促
进农村劳动力与人口向城镇聚集,发挥城镇化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观念转变的“示范效应”;
通过合理规划资源配置、健全老幼服务综合管理等方式,统筹解决“一老一小”人口结构问题,缓解

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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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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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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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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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cultivating
 

a
 

complete
 

domestic
 

demand
 

system
 

urgently
 

need
 

to
 

unleash
 

the
 

consumption
 

power
 

of
 

rural
 

residents.
 

Has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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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eashed
 

the
 

consumption
 

power
 

of
 

rural
 

residents 
 

What
 

role
 

do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nsumer
 

environment
 

play
 

in
 

this
 

proces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comb
 

of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the
 

optimization
 

of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release
 

of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power 
 

this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ease
 

effect 
 

conduction
 

mechanism
 

and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consumption
 

power
 

of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ptimization
 

of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1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dicating
 

that
 

it
 

promotes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and
 

is
 

conducive
 

to
 

releasing
 

the
 

consumption
 

power
 

of
 

rural
 

residents.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can
 

release
 

the
 

consumption
 

power
 

of
 

rural
 

residents
 

by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that
 

i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is
 

the
 

conduction
 

mechanism
 

for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to
 

release
 

the
 

consumption
 

power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lease
 

effect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consumption
 

power
 

of
 

rural
 

residents
 

has
 

a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that
 

is 
 

the
 

release
 

effect
 

varies
 

significantly
 

across
 

different
 

threshold
 

ranges
 

of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With
 

the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unleashing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power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has
 

promoted
 

the
 

both
 

subsistence
 

consump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enjoyment
 

consumption
 

among
 

rural
 

residents 
 

facilitating
 

the
 

comprehensive
 

release
 

of
 

the
 

consumption
 

power
 

of
 

rural
 

residents.
 

However 
 

compared
 

with
 

subsistence
 

consumption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more
 

effectively
 

unleashes
 

the
 

power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njoyment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nclude 
 

firstly 
 

deepen
 

the
 

digit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
 

its
 

deep
 

integration
 

with
 

r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products
 

such
 

as
 

online
 

consumer
 

loans
 

and
 

Internet
 

finance 
 

an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cross
 

regions
 

to
 

help
 

releas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power.
 

Secondly 
 

ful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focus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rural
 

circulation
 

field 
 

build
 

a
 

smooth
 

and
 

efficient
 

rural
 

circulation
 

infrastructure
 

system 
 

establish
 

a
 

systematic
 

platform
 

for
 

protecting
 

rural
 

consumers
 

rights 
 

and
 

create
 

a
 

safe
 

and
 

favorable
 

rural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to
 

fully
 

stimulate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rural
 

residents.
 

Thirdly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to
 

increase
 

residents
 

income 
 

scientifically
 

pla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and
 

towns 
 

comprehensively
 

address
 

the
 

 one
 

old
 

and
 

one
 

young 
 

population
 

structure
 

issue 
 

and
 

systematically
 

leverage
 

synergy
 

effect
 

of
 

factors
 

such
 

as
 

rural
 

residents
 

incom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consumer
 

sp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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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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